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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识与心性
———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及其对宋明以来儒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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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佛教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建立了一套非常丰富和细腻的概念系列和相当严密的论证

体系。这表现在它深入探讨“心”与“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区分“本有种”和“新熏种”来区分“本性”与“习

性”，通过区分意识的潜在状态和已发状态探讨不同类型的意识的不同伦理品位问题。通过对佛教唯识宗

有关“八识”和“心性”概念的梳理，我们能更加清楚地认知宋明以来儒家的心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和解析其众

多关键概念和争论问题的缘由。同时，我们还能回过头来看到佛教唯识宗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上的功过。

【关键词】八识 心性 唯识宗 新儒家

佛教讲“意识”，儒家讲“心性”。尽管这样的说
法大体上刻画了佛教和儒家各自的特色，但需要注意

佛教中也有“心性”的概念，特别是佛教唯识宗从“八
识”的角度论述“心性”，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论证体
系。纵观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我们发现宋明以来儒家
的心性学说采纳了很多佛学的概念，吸纳了佛教唯识

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的思路。通过对佛教
唯识宗有关“八识”和“心性”概念的梳理，我们不仅
能了解唯识宗论述心性的理路和所遇到的问题，还能

更加清楚地认知宋明以来儒家的心性学说的发展历

程、其难点和争论问题。同时，我们还能回过头来看
到佛教唯识宗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上的功过。

一、阿赖耶识与心性

佛教唯识论建立了一种八识的理论。我们通常
所说的“心”，按照佛教唯识宗的看法，由八种“识”联
合组成。其中，前五识指感识，它们是眼识、耳识、鼻
识、身识( 触识) 、舌识; 第六识指思维的识( 意识) ; 第

七识指形成自我观念的识( 末那识) ; 第八识指藏识

( 阿赖耶识) ，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潜意识”。“藏
识”的梵文为“Ālaya-vijñāna”;“Ālaya”是储藏的意思，
“vijñāna”指“识”，“Ālaya-vijñāna”意为能像种子那样
储藏起来的意识，音译为“阿赖耶识”。藏识含藏“一
切种”( 所有种识) ，它们是现意识的原因。种识会
“异熟”( Vipāka) ，可以转化为现意识，而现意识又可
以转化为种识( 潜意识) 。“藏识”、“种识”、“异熟”

这三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刻画阿赖耶识的特性，用语虽

然不同，但所指的对象相同。

在唯识宗“八识”的学说中“阿赖耶识”最富有创
造性，但又留下最大谜团。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
“阿赖耶识”相当于大脑中的潜意识，表示生命体的意
念会像种子一样储藏在潜意识之中。生命体有欲望，

有意念指导的行动，有在行动中形成的经验。生命体
把已有的经验、学过的知识保存在记忆之中; 当生命
体遇到新的问题和处理新的事情的时候，会通过记忆

参考以往的经验和知识; 由于生命体的这种意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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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积淀和反复的练习，形成其活动方式的基本模

式和特性。如果把“八识”视为心的总体，把“种识”

视为主导心的活动方式和形成其基本特征的根本因

素的话，那么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心性是由种识决

定的。

当我们说到“性”( 品性、性状) 的时候，大致从两
个角度考虑: 一是从存在物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看，二是从导致这种基本特征的原因看。植物的品性
与种子关系的比喻很能说明这两点。我们说到农作
物，如果它的品种优良，就可能长得好; 如果它的种子

不好，它的品性也会不好。某品种的小麦具有抗旱的
品性，遇到大旱天还能茁壮生长; 如果是不耐旱的品

种，遇到大旱天就会枯萎。对于植物的生长，当然还
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佛教唯识宗把外在条件称为
“增上缘”或“助缘”，如大旱天浇水有助于植物的生
长。因此就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品性而
言，种子是主要原因( “因缘”) ，浇水、施肥、除草等是
次要原因( “增上缘”、“助缘”) 。当代的农业研究工
作者为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把研究的重点放在

种子的基因改造上，古代的农民不懂基因，但也知道

要挑选优良的种子储存起来，来年播种。

唯识宗借用种子与其所生长植物的关系作为比

喻来解释心性的变异及其主导因素，其相关的术语有

“异熟”和“熏习”等。有关心的性状，唯识宗使用许
多不同的概念加以刻画，如: “清净”、“污染”、“有
漏”、“无漏”、“有障”、“无障”、“有蔽”、“无蔽”、
“善”、“恶”、“有覆无记”和“无覆无记”等。但大致
上说，唯识宗把“法”( dharma，在此指广义上的一切事
物) 划分为四种类型: “法有四种，谓善、不善、有覆无
记、无覆无记。”①有关心的性状唯识宗也大致按照这
四种类型加以划分。② 在此，“清净”“无漏”大致可以
归入“善”的一类; “污染”“有漏”大致可以归入“不
善”的一类。“有障”“有蔽”属于“有覆”，“有覆”即
“有障蔽”;“无障”“无蔽”属于“无覆”，“无覆”指不
起障碍和遮蔽的作用。“记”指有关善恶性质的标记。
“无记”指非善非恶，即在善恶的性质上的不确定。

“有覆无记”指( 在转识成智和涅槃成佛的道路上) 起
障蔽的作用，但( 在伦理的善恶位值上) 不确定。“无
覆无记”指( 在转识成智和涅槃成佛的道路上) 无障
蔽作用，并( 在伦理的善恶位值上) 不确定。

唯识宗主张阿赖耶识的性状是无覆无记。对其
缘由，《成唯识论》中有如下解释: “此识唯是无覆无
记，异熟性故。异熟若是善染污者，流转还灭应不得
成。又此识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互相违故。应不
与二俱作所依。又此识是所熏性故。若善染者如极
香臭应不受熏。无熏习故染净因果俱不成立。故此
唯是无覆无记。”③

这段话有点晦涩，但对于理解唯识宗有关心性的

思路很重要，所以需要重点解释一下:

首先，唯识宗主张种识的特性是“异熟”，即种识
会变异和成熟。种识的“异熟”将决定佛教所说的
“流转还灭”，也即六道轮回和涅槃成佛。如果种识在
其善或染污的性质上是固定不变的，即善的种识总是

生成为善的现行，染污的种识总是生成为染污的现

行，排除了其在生长过程中变异的可能性，那么“流转
还灭”就没有可能性了。其次，唯识宗主张第八识是
前七识所依托的。如果种识在其善或污的性质上是
固定不变的，就会产生排他性，即如果它是善性的，就

不能成为污染者的依托，反之亦然。然而，按照唯识
宗的看法，前七识有善有恶，这样如果把种识确定为

绝对善和绝对染的，它就不应作为同具善染二项的前

七识的依存之处。此外，种识是可以受到熏习的，如
果种识的善性或污染性是绝对强烈和坚不可移的，就

会像极香或极臭的东西一样不会受熏习而改变。如
果没有熏习，那么佛教所说的种识与现行之间善染品

性变化的因果关系就不能成立了。根据以上三条理
由，唯识宗主张阿赖耶识只能是无覆无记的，即阿赖

耶识在转识成智和涅槃成佛的道路上不起障蔽作用，

并且在伦理的善恶位值上不是固定不变的。

二、能变与心性

唯识宗结合三种“能变”论述心的性状。唯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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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 150、150～151页。
如果要确切地追究，这些概念并不能按照现代伦理学中的德性伦理或规范伦理的方式来理解，因为它们涉及宗教上的修行和业报的观念。
“清净”“污染”“有漏”“无漏”“有障”“无障”“有蔽”“无蔽”更突出与修行和业报的关系，“善”“不善”则着重用于评价众生的德性和道德行为
的好坏。然而，在唯识宗那里这两者显然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不是笼统地主张心性善或心性恶，而是把心分为八个

识，并把它们归结为三种不同的能变，然后逐一谈论

其性状。这集中体现在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的以
下三段话中:

( 1) 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不可知
执受处了，……是无覆无记。
( 2) 次第二能变，是识名末那，依彼转

缘彼，……有覆无记摄。
( 3) 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了境为

性相，善不善俱非。①

这三段话表明: 第八识( 阿赖耶识) 是第一能变，

它的基本特征是“异熟”和含藏“一切种”，但它的执
受( Upādi) 、处( Sthāna) 、了［别］( Vijñaptika) 等情况
隐秘而不可知，它的性状是“无覆无记”。第七识是第
二能变，它是被称为“末那”的“识”，即自我意识，它
的特点是依存于第八识和前六识，作为潜在意识与现

行意识之间过渡和转变的枢纽，它的性状是“有覆无
记”。前六识是第三能变，前六识指一种思维的识( 第
六识) 和五种感识，思考和认识外部对象是它的基本

特征。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还可以是这
两者都不是，即非善非恶的无记性。
“无覆无记”、“有覆无记”和“善不善俱非”分别
对应这三类心识的性状。这三种心识有共同的特征，

即它们都是“能变”; 既然是能变，那么其性状就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都留有转化的余地。但是这三种能
变存在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由隐到显、由
内到外、由因到果的差别。阿赖耶识处于潜隐的状态
中，它作为种识是其余七识的因缘; 末那识( 自我意

识) 处于中间状态，它一方面依仗于阿赖耶识( 以阿赖

耶识为内缘) ，另一方面又以前六识为其外缘; 前六识

的功用是思考和感知外部世界，因此前六识处于最外

端，把意念落实为行动，产生“意业”、“语业”和“身

业”的“果”。由于前六识的功用产生外在可观察的

明显效应，即处于结果的位值上，因此可以用“善、不

善、俱非”对此做明确的伦理价值上的判断。末那识

产生“我执”和“法执”心态，认定自我和事物的存在，

阻碍了对佛教所主张的一切皆空的真谛的认识，但它

“依彼转缘彼”，因其一半处于内缘的位置上，其外在

的效果还不明显，所以被认为其性状是“有覆无记”。

而阿赖耶识尽管始终处于潜在意识和现行意识之间

像爆流一般的“恒转”过程中，但它处于内和隐的状

态，还没有发生爱憎烦之类的情感感受，还没有像现

行的意识那样通过意念、语言和肢体行动发挥作用，

它本身不阻碍六道轮回和还归寂灭，所以唯识宗主张

其性状是“无覆无记”。

三、心所与心性

唯识宗结合六种“心所”论述心的性状。“心所”

的梵文为“Caitasa”，中文亦译“心数”、“心所法”，指

按照心表现出来的特征对心的各种行相的分类和命

名。《成唯识论》中对“心所”有一个解释: “恒依心

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②由于唯识宗已

经把心划分为“八识”，“八识”可理解为心的八个主

干( “心王”) ，而心所是依附和相应于心的这八个主

干的心理活动的表现形态，所以称为“心所”( 心所有

法) 。简而言之，“心所”意为“心所属”，相对于“心

王”而称“心所”。

唯识宗认为共有五十一个心所，并把它们分为六

类: 遍行( 5个) 、别境( 5个) 、善( 11个) 、烦恼( 6 个) 、

随烦恼( 20 个) 、不定( 4 个) 。唯识宗对这六类心所

分别给出如下定义: ( 1) “遍行”: “一切心中定可得

故”。( 2) “别境”:“缘别别境而得生故”。( 3) “善”:

“唯善心中可得生故”。( 4) “烦恼”: “性是根本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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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识与心性

①

②

有关世亲的《唯识三十颂》汉译和注解，除了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中的译本外，近来还有霍韬晦、徐梵澄、韩廷杰等学者依据新发现的安惠加
注的梵本原著的译本。我在这篇文章中对《唯识三十颂》的解读着重参考韩廷杰的论文《梵本〈唯识三十颂〉研究》(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编:《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 40周年( 1964—2004) 纪念文集》( 上册)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年，第 383页起) ，因为该文对以前的诸种译本有比对研究。此外，我还参考弗劳瓦尔纳的《唯识三十颂》德文译本( 载于 Erich
Frauwallner，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Berlin: Akademie Verlag，1994，SS．385－390) 和安纳克的英译本( 载于 Stefan Anacker，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2005，pp．181－190) 。从这些文本中能发现梵文、汉文和与西方文字之间的关联，并有助于用
现代哲学概念理解它们。通过对照可以发现:“无覆无记”的梵文为“Artivr·tyākr·ta”，安纳克英译为“unobstructed and indeterminate”;“有覆无记”

的梵文为“Nivrtāvyākrta”，安纳克英译为“obstructed-but indeterminate”; “善不善俱非”的梵文为“Kus＇ alākus＇ alādvavā”，安纳克英译为“either
beneficial，or unbeneficial or neither”;“能变”的梵文为“Parin·āma”，安纳克英译为“transformation”。

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 329页。



摄故”。( 5) “随烦恼”: “唯是烦恼等流性故”。( 6)
“不定”:“于善、染等皆不定故”。① 根据上述定义，我
们了解“遍行”( Sarvatraga) 的心所类指八个识都具有
的那些心的行相的类别; “别境”( Viniyata) 的心所类
指那些分别与特定的境( 对象) ②相关联的、并会随着
对象的改变而改变的那些心的行相的类别。“善”
( Kus＇ ala) 的心所类指在善心中产生的心所类。“烦
恼”( Kles＇ a) 的心所类指其性质属于根本性的烦恼的
那些心所类。“随烦恼”( Upakles＇ a) 的心所类指依附
于根本烦恼而产生的心所类。“不定”的心所类指善
或不善不确定的那些心所类。按照唯识宗，第八识只
有“触”等五个“遍行”的心所，第七识除了遍行的心
所外还有“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个涉及
“烦恼”的心所; 前六识则具有全部六个心所类。

唯识宗的心所概念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相当难理

解。这里除了古今译名不统一等语言上的原因外，还
与唯识宗的相当独特的分类思路有关。常听到这样的
批评声: 唯识宗把心所分为六类共计五十一个，太支离

破碎。这样的批评有失公允。如果明白其分类思路的
大旨，就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唯识宗谈到六类共
计五十一个心所，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

存在一定的主次和从属关系。这可以从“遍行”等有关
心所分类的名称及其具体说明中看出来:

首先，唯识宗所说的“遍行”的心所类是总纲，表
述心的普遍的行为方式和基本特性。遍行的心所类
一共只有五个: 触、作意、受、想、思。我们今天通常把
人的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唯识宗所说
的“遍行”的五个心所中有三个实际就是知、情、意。

玄奘《唯识三十颂》译文中的“想”的梵文为
“Sam· jñā”，英译文为“cognition”，用现代汉语来表达
就是“认知”。玄奘译文中的“受”的梵文为“Vit”，英
译文为“feeling”，指感觉和情感的感受。玄奘译文中
的“思”的梵文为“Cetanā”，英译文为“volition”，用现
代汉语来表达就是“意志”。除了知、情、意之外，唯识
宗加上“触”( Spars＇ a，contact) 和“作意”( Manaskāra，

attention) 。“触”指根( 感官) 、识( 意识) 、境( 对象) 之

间的关联和接触，“作意”指引起心的注意。唯识宗在

知、情、意之外加上“触”和“作意”，表明其考虑到所

有这些基本的心理活动都是要通过“接触”和引起
“注意”才会发生。

其次，唯识宗主张“遍行”的心所类是八个识都具

有的，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每个识单独就能履行这五

种行为，而必须理解为它们需要协同合作才能完整地

实现这五种功能。前五识的感性认识需要借助第六

识的概念思考的整合，而前六识要经由第七末那识

( 自我意识) 的统调而储存于第八识( 藏识) ，而第八

识又会作为习惯性的势力从种识的潜在状态中激活

起来对现行意识产生作用。就此而言，这五个遍行的

心所在三种“能变”中发挥的职能有所区别: 在第一能

变( 阿赖耶识) 中是储存和初始发动的职能; 在第二能

变( 末那识) 中起到中介和统调的职能; 在第三能变

( 前六识) 中发挥概念思维和感性知觉的职能。

再次，“遍行”还意味“别境”等其余五个心所类

中的心所要随附“遍行”的心所类中的心所才会产生

和发挥作用。拿“别境”心所类来说，欲( Chanda，zest，

希求) 、胜解( Abhimoks·a，confidence，确信) 、念( Smr·ti，

memory，思念) 、定( Samādhi，concentration，专注) 、慧
( Prajñā，insight，明慧) 尽管与特定的境( 对象) 相关

联，但它们也要与“遍行”中的触、作意、受( 感觉感

受) 、想( 认知) 、思( 意志) 相关联才能发挥作用。

“欲”、“念”、“定”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思”( 意志)

的;“胜解”、“慧”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想”( 认知)

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前六识中具有遍行的心

所类，而它们与特定的境相关联，就产生别境的心

所类。

此外，唯识宗在划分心所的时候考虑到“认知”与
“伦理”的区别。“善”、“烦恼”、“随烦恼”的心所类

属于具有伦理品性的心所类，③它们与“遍行”和“别

境”的心所类有所区别。尽管道德意识与知情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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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 330页。
简单地说，“境”( vis·aya) 大致相当于“对象”( object) 。确切地说，“境”既能表示境域，又能表示境域中的对象。“境”是相对于“量”( pramān，a)

而言的，“量”具有认知的意义，它词源上来自“测量”( pramā) 。“量”行于“境”，不仅测量“境”、认知“境”，而且赋予“境”意义。
海德格尔把对“操心”( Sorge) 作生存论意义上的研究作为“基本伦理学”( die fundamentale Ethik) 的核心。这说明他注意到此在的“操心”( 在
佛教唯识宗那里为众生的“烦恼”) 与伦理上的善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不是后者决定前者，而是前者决定后者。中国老一辈哲学家熊
伟把“Sorge”译为“烦”。在我看来，熊伟明晓这层意义而特意借用佛教的概念。



联，但不能说任何知情意都附有伦理上的品性。特别
是就纯粹的认知活动而言，它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中性

的。一个人集中注意力，做出判断，进行逻辑的推理，

可以为善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恶的目的服务，但就

其认知活动而言，它本身不善不恶。在唯识宗看来，

心识的“烦恼”的性状主要是伴随着第七识( 末那识)

的“我执”和“法执”的心态而产生的，因为认定自我
的存在和对象的存在，为了自己的生存状况而担忧操

心，就产生“我痴”( 自我的迷惑) 、“我见”( 对自我的
盲信) 、“我慢”( 自我傲慢) 、“我爱”( 自我偏爱) 这四
种根源性的烦恼。并且，它们在前六识中会进一步加
强和发展，形成“贪”、“瞋”、“痴”、“慢”( 傲慢) 、
“疑”、“恶见”的六个“烦恼”的心所，以及“忿”、
“恨”、“覆”( 掩饰) 、“恼”、“嫉”、“悭”、“诳”、“谄”、
“害”、“骄”、“无惭”、“无愧”、“掉举”、“昏沉”、“不
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这
二十个“随烦恼”的心所。

相比六个“烦恼”的心所和二十个“随烦恼”的心
所，唯识宗对“善”的心所的归类比较简略，一共只有
十一个，它们是信( S＇raddhā，faith，信仰) 、惭( Hrī，inner
shame，羞惭) 、愧( Apatrapā、dread of blame、羞愧) 、无
贪( Alobha，lack of greed，不贪) 、无瞋( Adves＇ a，lack of
hostility，无敌意) 、无痴( Amoha，lack of confusion，不
昏乱 ) 、勤 ( Vīrya，vigor，勤 勉 ) 、安 ( Pras＇ rabdhi，
tranquility，安宁) 、不放逸( Apramāda，carefulness，谨
慎) 、行舍 ( upeks·ā，equanimity，无功利之心) 、不害
( Ahim·sā，non-harming，无害人之心) 。

最后，唯识宗发现还有四个心所在归类时比较难

办。这四个心所是悔 ( Kaukr·tya，regret，后悔) 、眠
( Middha，sleep，睡眠) 、寻( Vitarka，quest，探寻) 、伺
( Vicāra，investigation，探究) 。这四个心所都依附和发
生在前六识中，但它们不适合归入到“别境”的心所类
中去，也不适合归入到“烦恼”、“随烦恼”或“善”的心
所类中去。“后悔”是对自己先前行为的后悔，这些先
前的行为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因而后悔可

以善也可以不善。睡眠是一种基本的生理－心理活
动，睡眠的质量有高低，但不能说睡眠本身是善的还

是不善的。探求和探究都属于认知活动，是为弄明白

所以然，发现和研究各种各样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

和原理。探求和探究可以为善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
恶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唯识宗不把探求和探究归入
“别境”的心所类中去呢? 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探求
和探究的认知活动的范围相当普遍和不确定，除了涉

及能被感知的对象外，还涉及逻辑推理的对象，因而

不能说是“缘别别境而得生故”，从而不能归属于分别
依存于特定的境而产生的那种称之为“别境”的心识
活动中去。鉴于这种不确定性，唯识宗把“悔”、
“眠”、“寻”、“伺”归入“不定”的心所类。

四、种姓、习气与心性

在《成唯识论》中有关种子起因的三种观点的讨
论与心性的关系最为密切，并也最引起中国学界的重

视，因为这里涉及“心性本净”①和是否人人都有佛性
以及都能成佛的讨论。在此“心性”问题与“种姓”②

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关系到从

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转变，以及从佛教的心性学说

到新儒家的心性学说的转变。我们先谈这三种观点:
( 1) 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

熏习力但可增长。③

( 2) 种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无始
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种子既是习气异
名，习气必由熏习而有，如麻香气华熏

故生。④

( 3) 种子各有二类。一者本有，谓无始
来异熟识中，法尔而有，生蕴、处、界功能差
别，……此即名为本性住种。二者始起，谓
无始来，数数现行熏习而有，世尊依此说有

情心，染净诸法所熏习故，无量种子之所积

集。……此即名为习所成种。⑤

第一种是《成唯识论》谈到的十大论师中护月等
所主张的观点，认为一切种子按照其本性而言本来就

有，前七识的现行对第八识藏识中的种子的熏习的影

响力是有限的，它会影响其增长，但不会影响到种识

的本性。第二种是十大论师中难陀等所持的观点，认
为一切种子都由熏习而产生，所熏、能熏都是自无始
以来而有，种子可视为习气的不同名称，种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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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由熏习决定，种子与现行之间互为因果。第三种
是玄奘所认同的护法所主张的观点，认为既存在先天

固有的本有种，也存在后天形成的新熏种。那些能生
起并保持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不同功能的种子属
于“本性住种”; 那些由于无始以来一再受到现行的熏
习而生成的种子属于“习所成种”，世尊释迦牟尼依此
说众生的心是由于受到染净事物的熏习和长期积淀

而形成的，众生的藏识是由此而形成的无量种子的积

集之处。

从逻辑上说，这三种观点之间的差别在于对藏识

与现行之间因果关系认定上的差别。按照第一种观
点，藏识中含藏的一切种子永远起因缘( 原因) 的作

用，而现行的熏习只能起助缘( 辅助条件) 的作用。这
正如麦种总是生麦苗，浇水和施肥只能促进其生长，

但不能使得麦苗成为稻苗一样。按照第二种观点，藏
识中含藏的种子与现行的熏习之间始终处于互为因

缘的关系中。现行的熏习对于种识来说能起到因缘
的作用，这正如麻布上本来没有香气，但能通过花香

的熏习使其具有香气。用另一个在中国更为流行的
比喻来说，心犹如一面镜子，心性本净，染上客尘，使

其污染，时时抹擦，使其清净。种识就是习气，而习气
是可以改变的。一切种识都处于净与染之间的转变
过程中，而朝哪一个方向转变取决于修炼。按照第三
种观点，藏识中含藏的种子需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本
性住种”，这类种子对于现行来说始终起因缘的作用;

另一类是“习所成种”，这类种子与现行之间的关系是
互为因缘。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话来说，这好比“第
一天性”( 第一自然) 和“第二天性”( 第二自然) 。①

“第一天性”是自然界中本有的万事万物的本性，这包
括生物界的各种物种，由基因决定生物的基本种类和

品性;“第二天性”是习惯成自然的习性，这包括人的
习性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第二天性既然是通过人的
习惯养成的，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和移风易俗来改

变。当然，对于佛教而言，“本性住种”不是指现代自
然科学意义上的物种的分子结构或基因，而是指佛教

宇宙观中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在藏识中的本性; 而
“习所成种”的侧重点不是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习性，而
是人的内在的心理习性。佛教向往的是“出世”，因而

把重点放在内心的修炼和禅定上，努力使得“习所成

种”去除污染而变得清净。

从“心性”与“种姓”的关系上说，以上三种种子

起因说实际上都持印度传统文化中占强势地位的“种

姓”立场。世亲建立的唯识论不是否定这种种姓论，

而是建立“种识”与“种姓”的纽带关系。传统的印度

社会盛行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 僧侣贵族) 、刹帝利
( 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 、吠舍( 普通雅利安人) 、首陀

罗( 土著居民) 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认为是贱民

( “达利特”) 的“第五种姓”。这种在社会上的等级制

度也影响到佛教在修行上的等级划分。以上提到的
《成唯识论》中的护月、难陀、护法等论师尽管在种子

起因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都赞同一切众生在

修行上具有的先天的种性区别。他们都认同众生所

具有的种性决定了他们各自修行将能证得的果位，并

认为存在如下五个种姓: 1．声闻种性，只能证得阿罗

汉果位。2．独觉种性，只能证得辟支佛果位。3．如来

种性( 菩萨种姓) ，能证得菩萨和佛的果位; 4．三乘不

定性，通过修行究竟能达到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和佛

这三乘中的哪一个的果位是不确定的，要看所遇到的

条件。5．无姓有情，也称一阐提种性，即此类众生不

具有三乘种子，不能修成三乘果位，无论怎样修行都

不能得到佛教的解脱。

以护月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最能为“五种姓说”

辩护:“诸有情，既说本有五种姓别，故应定有法尔种

子，不由熏生。”②然而这种观点与唯识宗所尊重的
《阿毗达蘑经》和《摄大乘》中有关阿赖耶识与现行的

诸法“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这个论断明显不符。

以难陀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有助于维护种识与现行

之间互为因果的观点，但与“五种姓说”有所冲突，因

为藏识中先天固有的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的说法可

以为“五种姓说”辩护。而如果一旦主张有漏种子和

无漏种子都是由于熏习而生和都可以净染转化的话，

那么“五种姓说”就不能成立了。难陀等为了维护
“五种姓说”又提出“二障种子说”( 众生本来具有的

种性差别，不是依据有没有无漏种子，而是依据有没

有烦恼障与所知障的种子而建立) 。然而，对于二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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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70页。
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 105页。



种子仍然可以提出种识与现行之间因果转化的问题，

从而难陀等的说法显得自相矛盾。以护法为代表的
第三种观点看起来比较全面，但骨子里还是在为“五
种姓说”辩护: 众生的修行虽然有助于走上佛教所说
的解脱的道路，但能否修行成功和取得什么样的果位

归根到底是由他们各自先天的种子的性质( 本性住

种) 决定的。

玄奘在为以护法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辩护时还

特意辨析了“心性本净”的问题。他追问“心性本净”

究竟是什么意思。心性犹如一面镜子，本净，由于沾
染尘埃而变得污染。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现
在要问:“心性本净”中的“本”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
么? 这个“本”究竟是指作为现行意识的因缘的“本
识”还是指超越一切流转变化的事物的“真如”? 用
专门的术语来说，是指“有为法”还是指“无为法”?

在佛教唯识宗那里，“有为法”指处于因果链之中的生
生灭灭的事物，一切属于有为法的东西都在业报( 有

为) 的作用下轮回不已; 而“无为法”则指超越因果轮
回法则的东西，它解脱了因果链，无为而恒常。在玄
奘所赞同的这一派看来，本净的心性是“心空理所显
真如，真如是心真实性故”。① 这种真实的心性属于
“无为法”，即超越了一切处于种识与现行之间流转轮
回的“如来涅槃法”。如果把“心性本净”的心性理解
为“有为法”中的心性，这将导致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上
解说的困难。如果把本净的心性理解为本来纯净的
心的本识，并主张人人都有相同的本来纯净的“本性
住种”，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中有善人有恶人，

就会把做了许多坏事乃至贪婪成性的人也说成是“圣
人”。因为按照上述观点，所有的人就其本性而言都
是圣人，而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处于因果业报的过程

中，应该按照其种识习气和行为表现来评价是不是圣

人。有的论师以“相虽转变，而体常一”②的论点来解
释为何本净的心性转变出净染善恶不同的心相而心

性仍然保持常一的清净。在玄奘看来，这种说法如同
与佛教相对立的数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恶心、

无记心与善心本来都是清净，由此会得出善的因将结

出恶的果之类自相矛盾的说法。然而，按照因明的逻
辑原理，种子与现行的本性与表现应是一致的。总

之，按照玄奘所赞同的护法这一派的观点，对于“心性
本净”应该区分“无为法”与“有为法”。对于“无为
法”而言，“心性本净”的说法能够成立; 对于“有为
法”而言，对处于种子与现行转变过程中的一切事物
而言，“心性本净”的说法不能成立。用现今的哲学用
语来说，这里有双重本体论的味道: 一方面真如是本

体，另一方面种子是本体; 真如是无为法的本体，而种

子是有为法的本体。无为法高于有为法，涅槃是超越
轮回的最高境界，而种子作为有为法中的本体仍然处

于恒转的轮回之中。就心性本净和种姓说而言，护法
这一派赞同一种折中的立场: 一方面不否认终极意义

上心性本净，为众生的修行树立了最高目标; 另一方

面又坚持在恒转的有为法世界中存在不同类型先天

固有的本有种和后天形成的新熏种，这样就能为“五
种姓说”以及不同的修行果位的论点辩护。

唯识宗的“五种姓说”传到中国后受到很大抵制。

中国老百姓大多不认同种姓差别的立场:“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在中国哲学中“性本善”的观点占据主流
地位。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天台宗、华严宗等佛学流
派大多不同意众生的本性有根本差别，而倾向于认同

“心性本净”的观点，主张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都有
成佛的可能性，甚至能够“顿悟”和“立地成佛”。

五、从新儒家对唯识宗的吸纳
和改造看“八识”与“心性”

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对中国儒家心性

学说的发展产生很大启发作用。我们大致可以这样
说，中国儒家在先秦时期就展开有关人性的讨论并初

步建立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心性学说，这主要体现在

《中庸》和《孟子》中。这种心性学说有卓越的见解，

但论证上还比较素朴。到了宋明时期通过吸纳佛教
的心性学说而在论证上逐步体系化和精致化，这特别

体现在阳明学派的心学体系中。到了近现代，熊十力
通过吸纳和改造佛家的唯识论建构新唯识论，进一步

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我在此的用意
并不是叙述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史，而是想通过对这

段思想史的分析对佛家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做一个评

价，作为本文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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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先秦时期发生过有关人性问题的热烈讨

论: 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本恶”，告子主
张人性善恶不定，如水依势而流。“人兽之辨”和“义
利之辨”是中国先秦儒家的主要着眼点。孟子主张人
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恻隐之心”的本心，而禽兽没
有。荀子认为人与动物在趋利避害的本性上是一样
的，但人有社会属性，可以通过社会的法治和教化来

培育人的良好的习性，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

在。在有关仁义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强调“义”

高于“利”，认为发扬人性中的“善端”和把“义”放在
首位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荀子主张要兼顾仁义

与功利两个方面; 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一派更强调

法治奖惩下的功利的作用。总而言之，先秦诸子在人
性问题上虽有争论，但都重视人性的社会维度，都没

有先天的“种姓”观念，在原则上都承认人人都有完善
自己的品性和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传统文
化相比印度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

然而，相比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的学

说，中国先秦的心性学说还比较素朴。孟子在论述人
的本性的时候已经联系到人的本心和良知。就此而
论，在孟子那里已经开始把人性与人心联系在一起，

并已经从融贯天地万物的本体上思考人的本心和本

性的问题。但是与佛教唯识宗相比，孟子并没有辨析
这里说的人的本性与人的心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孟子

在谈论修身养性时也没有联系到包括人的潜意识和

现行意识在内的整个人的心识是如何转变的问题。

显然，在这些方面，随着思想史的发展，到了宋明时期

情况已经有所改观，这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我们可
以觉察到，明代的心性之学背后有佛教的影子。明代
心学的近亲是佛教禅宗，但它的许多关键概念和论证

的思路一直可以追溯到法相唯识宗那里。①

唯识宗区分了人的心识的三种“能变”和六种类
型的五十一个“心所”，大大丰富了有关心识的学说。

作为第一能变的藏识的观念有助于说明人的习心的

基础和来源的问题，便于形象地阐释人的思维方式可

以像种子一样在人的潜在意识中长期积淀而成为一

种惯性的力量和模式。作为第二能变的“末那识”有

助于说明自我意识的形成问题。“我执”和“法执”的

观念有助于说明自私自利之心的“小我”的根源，同时

也有助于激发中国儒家想到需要区分“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大我”和一味追求个人的利益的“小我”。宋

明以来中国儒家经常使用的心识中的“末发”和“已

发”的概念，这也多少受到唯识宗的启发。它与唯识

宗区分“藏识”与“现行”的观念有关。藏识中含藏的
“种识”是“末发”，而前七识的现行意识是“已发”。

唯识宗还提出“如来藏”的观念，这导致区分两种本

体: 一种是“俗谛”中作为现存事物的本原的“种识”，

另一种是“真谛”中作为“心真实性”的“真如”。在唯

识宗那里“心空理所显”的“真如”是高于现实流转世

界中的“种识”的真正的本体。

王阳明心学集中体现在他的“四句教”和“咏良

知”的诗句中。“四句教”如下: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

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咏良知”中的一首如下: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

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可以

说这两首诗阐发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但如果不联

系到佛教，特别是唯识宗的相关概念，就难以透彻理

解。唯识宗主张，阿赖耶识就其潜在状态而言在道德

品位上是“无覆无记”，这可让王阳明等宋明儒家想到

本心就其“末发”状态而言是“无善无恶”的。再之，

按照唯识宗作为终极本体的“真如”是超越善恶、没有

形象、无法用言辞表达的，由此联想到“四句教”中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和“咏良知”中的“无声无

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的描述，存在诠释上的脉

络关系。唯识宗针对心识的三种能变探讨心所的不

同品性，如对前六识( 思想判断和感性认知的心识) 区

分善、不善和不定的三种不同的品性。前六识是“已

发”的现行的意识，有欲望、目的、意图推动，有利害算

计，有造成的后果，因此王阳明提出“有善有恶心之

001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韩廷杰在谈到唯识宗的源流时指出:“宋以后，中国佛教进入衰微时期，唯识宗也不例外。但至明代，唯识宗又兴盛发达起来，关于《成唯识论》
的疏释比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代还要多。”( 参见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 743页) 明代的心学的兴起与唯识研究的复活可能并非巧
合。明代儒道佛三教合流，彼此借用很多。尽管明代佛教中禅宗依然是主流，但对禅宗“不立文字”导致的流弊的批评声已经相当强烈。这可
能影响到佛家的心学。我没有看到王阳明直接谈到过唯识宗，但从概念框架上看这里有某种关联性。明代儒家中有研究过唯识论的学者。
明末王船山在《相宗络索》一文主张“含而末发”的“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即体性上的“真如”，并尝试用他的“气”论改造唯识论。( 参见
《船山全书》第十三卷，长沙:岳麓书店，1996年，第 539页。)



动”的论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阳明在此对佛
教的以“空”为终极本体的学说做了重大改造，主张本
心及其良知才是真正无尽的自家宝藏。他指出“知善
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与佛教的重大
区别。当心发动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并对其
是非曲直做出判断，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在此体现
出来并被体认。在王阳明看来，习心无论如何甚嚣尘
上，但作为“乾坤万有基”的良知依然是自家的无尽的
宝藏。儒家不抛弃它，坚持人人可以通过格物的工夫
成为圣人，而佛教抛弃了它，成了“沿门持钵效贫儿”。

在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过程中“天泉证道”是一
个重大事件，它既集中表达了王阳明心性之学的要

义，又凸显阳明学派中的意见分歧。“天泉证道记”涉
及一些相当特殊的概念，如果联系到佛教对中国心性

学说思想发展的影响，就比较容易理解，而且也有助

于理解王阳明学派中的钱德洪( 1497—1574) 与王畿
( 1498—1583) 之间的争论。“天泉证道记”有多个版
本，《传习录》中记载的“天泉证道记”如下: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

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

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

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
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

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

亦明尽了。①

首先，这里说的“利根之人”是什么意思? 佛教中
有“六根不净”的说法; “利根之人”在佛教那里本来
是指六根清净的人。联系到唯识宗，“利根之人”指
“本性住种”清净的人，这种人有利于从本原上悟入涅
槃真如。当然，王阳明使用这个概念时赋予了新意，
“利根之人”在他那里是指良知炯明的人，人己内外一
齐俱透了，从而直悟本体。王阳明并不认为“利根之
人”在于具备优良的“本性住种”，而在于修养功夫深
厚。他说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所以要教导人
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成熟后，心识上的蒙受

污染的渣滓去除得干净时，就能通过自己的良知体悟

天地万物的本体了。
“天泉证道”的难点在于“心体”这个概念，这里

看来需要区分“本原”意义上“人心本体”和通常意义
上“人心本体”。这有点像佛教真谛意义上的涅槃真
如与俗谛意义上的纯净的心识。这个问题看来与《成
唯识论》讨论过的“心性本净”的两种观点相关。如
果把“心性本净”直接理解为原本纯净的阿赖耶识或
原本无漏的“本性住种”，那么就会得出类似于王畿的
说法: 如果心之体是善的，心之意也应该是善的; 如果

心之体是善恶不定的，心之意也应该是善恶不定的。

钱德洪则认为: “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

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②钱德洪的这一观
点若要成立的话，必须说明本体论意义上的“天命之
性”的“心体”与通常意义上的“意念上见有善恶在”

的人的“习心”之间的关系。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中国现

代新儒家熊十力那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对佛
教唯识论的改造。在熊十力看来，佛教唯识宗说的超
脱轮回的“真如”本体和处于因果链和业力流转之中
的“种识”本体是一种双重本体论，并且在逻辑上不能
说明虚寂轮空的“真如”如何产生出“种识”，以及像
爆流一样流转中的“种识”如何能进入到“真如”。熊
十力解决这种双重本体论的办法是区分“本心”和
“习心”。在他看来，本心是本源的生命力，唯识宗所
说的超脱轮回的“真如”本体是不存在的，本体总是在
大用流行中，贯通人己内外和天地万物的真正的本体

应被理解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或“生生不息”的
生命力。而唯识宗所说的“种识”应归于“习心”; 习
心虽然来自本心，但习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由

习气浇灌而成的。阳明心学中的作为“天命之性”的
“心体”应链接《大易》中所说的“乾元化生”和“大化
流行”来理解。这种本体是大用流行。人的本心与天
地万物的本体相通，可以通过良知来体认。

总的来说，中国儒家不满意佛教沦空滞寂的世界

观，而持一种“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中国儒家追求的不是出世的涅槃而是入世的兼济天

下。这导致中国儒家与佛教在心性修养或修炼方面
的重大差别: 中国儒家非常重视人的心性的社会维度

和知行统一的修养方式，而佛教则看重人独自静思默

想的修炼。在佛教唯识宗中那里，一个人的意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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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邓阳译注:《译注传习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 490、490页。



一个人的世界; 而在中国儒家那里，人总是生活在人

际关系的世界中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说
法: 家教好，这家的孩子品性就好; 家教差，这家的孩

子品性就差。社会规范、社会风气和文化教化会影响
那里生活的人的品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
会习气一代接一代的长期感染和积淀塑造在那里生

活的人的心性。而且，中国儒家反对“种姓”观念，主
张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养在意念上实落

为善去恶而成为圣贤。

佛教唯识宗有关藏识与现行意识对我们有很大

启发作用，它有助于说明习心的形成问题。考虑到人
是社会中的人，藏识与现行意识之间的关系应不局限

于个体自我的范围之内，而应有主体际的维度。我们
可以把“种识”理解为一种惯性的的思想观念，它们借
助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言而保存在人际社会中。

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有死的，他死

后当然也就没有对他的思想观念的记忆了，但是他的

思想观念通过他生前的交往保存在主体际的语言中，

会继续以某种方式对他人和后代产生影响，在这个意

义上他的思想观念还活着。正如麦种不是继续保存
在麦穗上而是掉落在土壤中或储藏在仓库中一样，一

个人的思想观念可以保存在社会共同体的记忆中或

书写在书本上而流传下去。人类社会是具有社会规
范、文化教化和价值观念指导的社会。佛教称之为的
“种识”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
型”( archetype) ，它们塑造社会规范，培养社会风气，

对人生发挥指导的作用。

虽然佛教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存在这样那样的弊

端或缺陷，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对推动宋明以来

中国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它开拓了
对心识的知情意等多方面认知功能和储存功能的了

解，它有助于说明习心和习性的形成问题，它提供了

一套十分细致和非常丰富的有关心性的概念系列，它

让我们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各派论师各自振振有辞的

论理辩难。可以说没有唯识论的传入和研究，就不会
有新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与兴盛。

Eight Consciousness and Mind-Nature: On Doctrine of Mind-Nature in the Buddhist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fucianism since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Zhang Qingxiong

(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Buddhist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discusses mind-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ight
Consciousnesses． It has established a very rich and delicate series of concepts and a fairly rigorous argumentation
system． This is manifested in it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and “nature，”which
includ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nature”and“habitus”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e-existing species”and“newly
infected species，”as well a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otential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active state of
consciousness judges their respective ethically good，evil or indeterminate nature． By sorting out the concepts of“eight
consciousness”and “mind-nature” in Buddhist consciousness-only theory，w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onfucian doctrines of mind-nature since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including grasping the origins and reasons of
many key concepts and their disputes． We can also look back to se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Buddh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Keywords: Eight Consciousnesses; mind-nature;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Neo-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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